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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欧亚主义发源于俄罗斯，并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等国得到本地化的发展。土耳其作为横跨欧亚两大洲的桥梁和中介，一直是东西方文明碰撞与交融的中心，然而，近年来土耳其渐有沦为尴尬的二流国家之势，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土耳其大国复兴梦的需求，为土耳其提供爱国主义基础，重塑凝聚人心的国家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需要指出的是，土耳其的欧亚主义不能算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而更像是对土耳其国内主要地缘政治传统的“反映”和“解释”。其中，左翼的民族主义者（如凯末尔主义者）主张与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者结盟，以便建立一个反西方的地缘政治联盟；而右翼的民族主义者（突厥主义者和泛突厥主义者）则反对俄罗斯，力图恢复土耳其在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历史影响力，民族主义者中的新奥斯曼主义者将目光更多地投向非洲、中东地区；处于左右翼之间的中间派欧亚主义者则是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对外交战略进行调整，与以上三者皆有联系和借鉴，本文将这类欧亚主义者归类为建设性欧亚主义者。不过，毋庸置疑的是，无论左翼右翼，意识形态如何，政党主张怎样，土耳其对欧亚主义的运用都是发展在其被想象为欧亚大陆的焦点或领导者的基础上，只有这样，土耳其欧亚主义才会获得地缘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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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意义
土耳其作为横跨欧亚两大洲的桥梁和中介，一直是东西方文明碰撞与交融的中心。土耳其90%以上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是中东地区重要的伊斯兰国家。同时，自凯末尔改革以来，土耳其全面西化，实现了国家的政教分离和世俗化，是伊斯兰世界中最先引入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国家。不过这也导致了土耳其的矛盾属性：非欧非亚，亦欧亦亚。“我们该向何处去”这一斯芬克斯之谜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就一直困扰着土耳其知识分子，长久以来，土耳其一直在这种文化和国家的双重性中寻找自己特有的民族文化认同。尤其随着苏联解体和两极格局瓦解，土耳其失去了原有的反苏反共的战略桥头堡地位，西方对土耳其的关注迅速减小，长期压抑的反土耳其的陈旧偏见爆发。这使得土耳其不得不寻求一个新的国家战略，实现对外关系多样化，以替代对西方的过度依赖，达成振兴大国地位的民族目标。
在此背景下，发源于俄罗斯的欧亚主义价值取向基本介于西方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一般认为，俄罗斯的欧亚主义思潮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古典欧亚主义、古米廖夫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这一思潮既不同于盲目西化的西方主义，也不同于保守自封的斯拉夫主义，而是兼容并收，将俄罗斯视为一个独特的欧亚世界，一种独立于东西方的文明体系，以探求一条独有的发展道路。土耳其尤其受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启发，因为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土耳其大国复兴梦的需求，便于土耳其在东西并举的道路上建构自己的政治经济模式。[footnoteRef:1]因此，土耳其本土化的欧亚主义应运而生，为土耳其现行政治的学理基础和世俗心理基础奠基,对土耳其社会思想、国家发展定位、政治决策等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footnoteRef:2] [1:  郭丽双. “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政治实践”[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7(04):108]  [2:  郭丽双. “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政治实践”[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7(04):107] 

综上，对土耳其欧亚主义进行系统性的梳理有利于进一步理解土耳其的对外政策和思潮，对处理好中国与土关系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需要注意的是，土耳其在延续欧亚主义重视东方的传统的同时进一步提出“地缘高于血缘”的说法，存在弱化国家本质属性的倾向，被外媒指责为“复活前苏联空间的帝国主张”，易引发国家间的冲突。
二、土耳其欧亚主义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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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欧亚主义被认为是继突厥主义、伊斯兰主义和西方主义后的第四种政治风格。要更好地理解欧亚主义，首先需要介绍欧亚大陆。尽管欧亚大陆是一个令无数地缘政治学家着迷的概念，但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具体定义和连贯的整治项目，不同的学者赋予它不同的意义以服务于其特定的地缘政治利益。麦金德在其著作《历史的地利枢纽》将世界划分为枢纽地带、内新月地带和外新月地带。所谓的枢纽地带就是欧亚大陆中北部，坐落于如今的俄罗斯、中亚、蒙古、巴基斯坦、伊朗和部分中国领土。布热津斯基则在《大棋局》中指出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亚大陆就像一个大棋局，里面包含了诸如德法俄中印的地缘战略棋手和乌土阿韩伊朗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甚至连小说家乔治·奥威尔也虚构出“欧亚国”的概念。总之，学界对“欧亚大陆”的具体定义众说纷纭，不过，正是这一地缘政治概念的模糊性和灵活性吸引了广大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土耳其也纷纷提出了与本土地缘政治思想相结合的欧亚主义，以充分发挥其地缘战略优势。
欧亚主义首先在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凯末尔主义者中流传，后来迅速蔓延并影响了大量的突厥主义者，甚至一些伊斯兰主义者和西方主义者。一般而言，土耳其学者习惯将欧亚主义流派分成“民族欧亚主义”、“多元文化欧亚主义”、“西方欧亚主义”三类。但是本文更倾向于以土耳其政党的政治立场为依据进行分类，由此可以将土耳其的欧亚主义分为左翼的“凯末尔主义-欧亚主义”、右翼的“突厥主义-欧亚主义”、“新奥斯曼主义-欧亚主义”，以及连接左翼和右翼的中间桥梁的“建设性欧亚主义”。
1.凯末尔主义-欧亚主义
首先介绍凯末尔主义-欧亚主义。这一主义的两个核心分别是凯末尔主义和土耳其民族国家。因此，深入了解凯末尔革命及其原则、土耳其民族国家和土耳其民族认同是更好认识凯末尔主义-欧亚主义思想的关键。
凯末尔主义，也称阿塔图尔克主义，依照六项基本原则（共和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义和革命主义）指导了多宗教、多民族的奥斯曼帝国向世俗、民主和统一的现代国家过渡，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很多人粗暴地将凯末尔主义等同于西化主义，但真正的凯末尔主义只是通过学习西方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本质其实是反帝国主义。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恐惧和孤立主义气氛使土耳其政府摒弃了凯末尔主义的反帝国主义要素及其在外交政策中的中立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土耳其政府通过加入北约组织寻求无条件的西方联盟，并由国家主义转向自由主义。[footnoteRef:3]1960年,亲西方的民选政府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军政府随之颁布了一部非常自由的宪法。在这个新的民主政治环境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首次在土耳其蓬勃发展，凯末尔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开始发生重大融合，他们对“反帝国主义、平等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共同强调和对“巩固国家权力，反对资产阶级”的共同追求催生了凯末尔主义的社会主义。[footnoteRef:4]但是1971年的军事政变对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左派的镇压使凯末尔主义/社会主义又一次销声匿迹。当时的军政府遵循美国的政策，即通过支持政治伊斯兰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来改造土耳其，通过对抗土耳其社会主义运动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前哨，更好地融入大中东计划中。 [3:  R.O.Donmez. “The Paradoxal Image of the West in Different Ideologies and Essentialism in Turkish Politics”[J]. South-East Europe Review for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 2007:110]  [4:  H.Yavuz, J.L.Esposito. “Intro: Islam in Turkey: Retreat from the Secular Path?”[M]//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Turkish Islam and the Secular State – The Gülen Movement, 2003:24] 

直至20世纪90年代，美国霸权下的全球化和欧盟的“联邦主义”、“地区主义”概念破坏了凯末尔主义中的民粹主义、革命主义和国家主义原则；后结构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对国家概念的挑战和政治伊斯兰教化、库尔德民族分离主义的兴起威胁了土耳其的国家结构、社会制度、价值观和现代性的国家意识形态；21世纪初美国占领伊拉克、塞浦路斯加入欧盟、土耳其和欧盟在关税同盟协议下的不对称关系等一系列对凯末尔革命价值观的攻击和国家主权的侵犯事件影响了各政党的立场，加剧了土耳其公众中的反西方主义思想，他们逐渐认为土耳其政府的亲欧美政策是土耳其世俗和社会民族国家衰落的原因，欧盟从未对土耳其的成员资格采取真诚的态度，只是企图分裂土耳其，恢复《色佛尔条约》的帝国主义势力。
在这一背景下，凯末尔主义者与俄罗斯新欧亚主义进行了融合，那些支持强大的世俗化和社会化的土耳其单一制国家并普遍敌视亲西方政治和全球化的政党，如共和人民党（CHP）、工人党（IP）、民主左派党(DSP)等在凯末尔主义-欧亚主义的旗帜下汇合。在凯末尔主义-欧亚主义者的眼中，欧亚主义就是凯末尔主义的原教旨主义，是试图恢复凯末尔主义基本原则的正确政治实践。正如凯末尔主义-欧亚主义的先锋人物阿提拉·伊尔汗（Attilâ İlhan）所说，凯末尔不是亲西方的，而是反西方的第三世界解放的先驱，凯末尔始终意识到真正的矛盾是压迫者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土耳其今天的斗争并不只属于土耳其，土耳其所捍卫的是所有被压迫国家的事业，是所有东方国家的事业。[footnoteRef:5]  [5:  Mustafa Kemal Pasha [Ataturk] quoted in A.Ilhan, “Bir Sap Kirmizi Karanfil”: 15.] 

土耳其工人党率先与杜金在俄罗斯的国际欧亚运动紧密合作，并坚信杜金的新欧亚主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的构建就是反对欧美霸权、抵抗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唯一合理战略。他们认为西方大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就是欧亚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主要不稳定因素，因此，俄罗斯、土耳其、中国和印度作为拥有相似反帝斗争经历的国家，应当组成联盟，摒弃所谓的西方文化、历史、政治和经济标准，重塑更加平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阿提拉·伊尔汗就声称，黑海经济合作组织(BSEC)和经济合作组织(ECO)潜力巨大，可以使土耳其在21世纪的崛起指日可待。[footnoteRef:6]穆罕默德·佩林切克（Mehmet Perinçek）更是表明，除了美国之外，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可能成为欧亚联盟的成员，拉丁美洲可以是欧亚联盟的左门，北非是欧亚联盟的南门。他认为这个联盟是拯救土耳其免受美国攻击的唯一途径，因此，欧亚主义不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替代方案，而是唯一方案。[footnoteRef:7] [6:  A. İlhan. “Sultan Galiyef: Avrasya’da Dolaşan Hayalet’“[M]. Istanbul: İş Bankası Yayınları, 2000:177-178]  [7:  Tufekci,O. “Turkish eurasianism and its impact o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ar”[D]. Unpublished PhD Thesis. Coventry, Turkey: Coventry University, 2015] 

不过，尽管凯末尔主义-欧亚主义和俄罗斯新欧亚主义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反大西洋主义和反全球主义有许多共同点，但其产生背景、目标设定、思想哲学方面都显示出本质的差异：凯末尔-欧亚主义将民族国家置于中心位置，并号召民族国家在战略合作的基础上抵抗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负面经济和政治影响，但并不完全拒绝欧洲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的表述；而杜金则是主张建立一个由俄罗斯领导的欧亚帝国，将俄罗斯文化和文明特征放在首位，构建新的“客观”的全球化来替代当前的全球化，在历史上、知识上、哲学上和科学上形成了相对全面的思想体系。
总而言之，凯末尔主义-欧亚主义思想源于凯末尔主义革命和历史上的左翼民族主义思潮，是土耳其民族革命的国际延伸。但是，凯末尔主义-欧亚主义者也被一度指控为极端民族主义的亲俄激进分子，旨在通过军事政变推翻联合民主党政府，为土耳其保守民族主义团体的利益服务或代表俄罗斯的第五纵队。事实上，凯末尔主义的民族主义并非狭隘的种族主义，而是强调多中心的团结，认为“构成土耳其共和国的民族都是土耳其民族”的进步民族主义。这也与后文出现的突厥主义和新奥斯曼主义区分开来。
2.新奥斯曼主义-欧亚主义
同理，提到“新奥斯曼主义-欧亚主义”一词，我们不得不先回顾“奥斯曼主义”和“新奥斯曼主义”这两个概念。
奥斯曼主义最早出现于1876-1878年奥斯曼帝国的第一个立宪时代。根据奥斯曼帝国精英们的说法，帝国需要一剂灵丹妙药，以对抗其境内觉醒的民族主义情绪。奥斯曼主义旨在超越宗教、种族和语言的差异，通过创造一个共同的奥斯曼公民身份来实现所有奥斯曼臣民的平等和团结，维持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亚美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分离主义者的忠诚。[footnoteRef:8] [8:  Yilmaz Çolak, “Ottomanism vs. Kemalism: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Pluralism in 1990s Turkey”[J].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006,42(4): 587–602.] 

然而,这些期望并没有实现，奥斯曼主义的意识形态被20世纪初崛起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取代。1923年，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确定了土耳其共和国运作的政治基础，即土耳其要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的世俗民族国家，因此他强烈反对继承奥斯曼帝国“落后专制”的政治、社会、思想遗产。凯末尔革命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功影响了土耳其的外交政策。直到二十世纪末冷战的结束，土耳其领导人抓住新的地缘政治局势带来的战略机遇，再次关注奥斯曼帝国的前领土和人民，其中，厄扎尔（Turgut Özal）政府在巴尔干和中亚地区的外交政策重心转向被看做是迈向新奥斯曼主义的第一步。
土耳其新奥斯曼主义建立在血统、土壤、语言和奥斯曼认知这四项基本原则之上[footnoteRef:9]，主张尊重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历史，并将奥斯曼帝国描述为一个政治多元、生活开放的正面榜样，一个统治着中东、北非、巴尔干和中欧部分地区的伟大多民族帝国。正是这样辉煌的过去赋予当代土耳其以“全球视野”，因此土耳其共和国需要在以前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地区进行更大的政治参与，从两极世界的欧洲-大西洋体系的边缘过渡到后两极世界的“中心国家”。[footnoteRef:10]  [9:  Avatkov Vladimir Alekseevich, “Neo-Ottomanism as a Key Doctrine of Modern Turkey”[J].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Diplomacy, 2018,9(01) :86]  [10:  Frappi,C. “The Russo-Turkish Entente: A Tactical Embrace Along Strategic and Geopolitical Convergences.”[M]// Milano: Turkey: Towards a Eurasian Shift? c2018:45-70] 

其中，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被公认为“新奥斯曼主义”的首席设计师。他指出土耳其有着其他中心国家没有的地理位置优势：例如，德国是欧洲的中心国家，但它与亚洲和非洲相距甚远。伊朗是亚洲的中心国家，但与欧洲和非洲遥遥相望。而土耳其既是亚洲国家，也是欧洲国家，且与非洲非常接近。土耳其不仅仅是连接两点的桥梁，也不单纯是一个位于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之间的普通国家，而是一个具有独特特征的国家，不能奉行严格被动的外交政策。[footnoteRef:11]因此，他在《战略纵深》中提出土耳其需要优先考虑在非洲-欧亚大陆的经济和商业潜力的机会，从而将自身提升到西方文明和穆斯林文明之间外交、政治、社会文化和商业中心的重要地位。 [11:  A. Davutoğlu, “Turkey’s Foreign Policy Vision: An Assessment of 2007”[J]. Insight Turkey, 2008(10):78.] 

正是达武特奥卢提出的非洲-欧亚论述将新奥斯曼主义与欧亚主义思想联系起来。[footnoteRef:12]事实上，新奥斯曼主义与土耳其欧亚主义在地理范围和政治目标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土耳其构建新奥斯曼概念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西方和东方文明之间的良好沟通和合作，而欧亚主义也倡议在整个欧亚大陆，特别是在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上促进多元文化，驱动各社区基于共同价值观进行合作，鼓励与非洲-欧亚汇合处以外的文明建立合作。 [12:  Göktürk Tüysüzoğlu, “Strategic Depth: A Neo-Ottomanist Interpretation of Turkish Eurasianism”[J].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2014,25(02):99] 

“新奥斯曼主义-欧亚主义”的正式组合最早出现于2002年的《明日》（Yarın）杂志。这一政治话语认为新奥斯曼主义-欧亚主义者通过将土耳其置于一系列地缘政治相互联系的中心，强调土耳其与中东和巴尔干地区的前奥斯曼帝国领土以及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民族文化、历史、经济联系，赋予土耳其在欧亚范式中的领导地位。新奥斯曼主义-欧亚主义借助话语实践，即利用奥斯曼的历史遗产、逊尼派穆斯林身份和奥斯曼的地理空间重新想象土耳其民族，[footnoteRef:13]塑造超国家身份，受到了保守派和伊斯兰派的青睐。 [13:  Igor Torbakov. “Neo-Ottomanism versus NeoEurasianism?: Nationalism and Symbolic Geography in Postimperial Turkey and Russia”[J].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2017,28(02):140] 

需要指出的是，新奥斯曼主义-欧亚主义并非出于重建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动机，而是寻求在前奥斯曼帝国领土上创造一个合作空间，通过追求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文化多样性来摆脱全球化带来的种族和宗教身份危机。新奥斯曼主义-欧亚主义不仅平衡和拓宽凯末尔主义的视野，还帮助土耳其走出对西方身份和发展轨迹的过度迷恋。
3.突厥主义-欧亚主义
前文提到，土耳其欧亚主义的第一波浪潮始于1991年苏联解体。随着土耳其对与美欧战略关系地缘政治焦虑的持续性上升，土耳其决策者希望通过强调土耳其与新独立的高加索和中亚的突厥共和国之间的特殊历史、宗教和文化联系，来恢复其在西方眼中的战略重要性，并在该地区建立势力范围。因此，欧亚主义一开始得以纳入土耳其政治格局的其实在于土耳其当时将欧亚大陆等同于中亚和高加索的突厥共和国。
一开始，土耳其欢欣雀跃地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共和国建立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然而这一系列积极举措被贴上了“泛突厥主义”的标签，并被认为是在挑战俄罗斯在该空间的权威。为了保持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维持多焦点和多元化的外交政策战略，土耳其官方在后期审慎行动，拒绝泛突厥主义的指控，声明他们的外交政策并非扩张主义和寻求垄断性霸权，而是基于土耳其人和突厥世界的精神和文化统一性，[footnoteRef:14]目的是成为欧盟和美国发展与新独立国家关系的桥梁，加强突厥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突厥主义者提出“突厥主义-欧亚主义”的概念，希望以此缓冲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敌意。 [14:  Elmar Khalilov.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nd Turkish Eurasian Integration”[C]. 2020 International CEO Communication, Economics, Organization & Social Sciences Congress] 

不过，随着欧盟持续用承诺拖延土耳其，特别在2003年以后，土耳其与欧美在包括塞浦路斯和伊拉克在内的问题上龃龉不断，土耳其不再寻求在后苏联空间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而是逐渐但果断地承认其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局限性，并将重心转向中东，而非高加索和中亚，且在后者的活动也尽量限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经济、科学、教育、社会和文化合作，而不是直接解决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复杂的政治安全问题[footnoteRef:15]。 [15:  Emre Erşen. “Turkey	and the Eurasian Integration: Ideology or Pragmatism?”[J].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2, 22(01):111-125] 

总之，突厥主义-欧亚主义与其说是侧重于高加索和中亚的突厥共和国的“欧亚主义”，不如说是是披着“欧亚主义”幌子的“突厥主义”，在这一政治话语中，“欧亚主义”不过是推进土耳其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务实工具而非目的。这也引出了下文将要介绍的“建设性欧亚主义”。
4.建设性欧亚主义
“建设性欧亚主义”这一概念并不主流，但是最近频频出现在土耳其媒体，进入大众视野。这一词的日益“流行”源于2022年的俄乌冲突，作为北约成员国和欧盟候选国的土耳其与西方、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时保持良好的关系，这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土耳其究竟如何看待北约和欧盟？土耳其在意识形态方面如何看待自己？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将走向何方？实际上，建设性欧亚主义并非表面上那么“新颖”，而是早已贯穿了土耳其共和国的内政外交。
冷战期间土耳其作为反共产主义前哨，外交政策完全转向西方，然而这种外交倾向忽略了它的地理优势和潜力。在苏联解体后，土耳其认识到它应该抓住时机，摆脱一维的外交政策。这时，欧亚大陆的概念很好地代表了土耳其希望作为后苏联空间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典范的愿望。之后，随着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分量逐渐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土耳其领导人和公众舆论更加主张务实的欧亚主义，即建设性欧亚主义。在2002年至2012年期间，这种话语主要由反对派政党、运动和知识分子采用，以批评土耳其的欧洲化改革。[footnoteRef:16]而在2013年以后则被总统埃尔多安采用，以批评土耳其西方伙伴对土耳其的政策，并在欧亚地区寻找新盟友，体现出土耳其对欧美的失望和不安全感[footnoteRef:17]。 [16:  N. Canefe and T. Bora. “The Intellectual Roots of Anti-European Sentiments in Turkish Politics: The Case of Radical Turkish Nationalism”[J], Turkish Studies, 2003, 4(01): 127-148.]  [17:  A. Sengupta. “Myth and Rhetoric of the Turkish Model: Exploring Developmental Alternatives”[M], New Delhi, Springer, 2014.] 

但是，尽管土耳其时不时对北约和欧盟呈强硬态度，它与西方国家始终有着长期的、根深蒂固的政治和经济联系，而与发展中的亚洲关系并不如鼓吹的那样深厚，其中与俄罗斯和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十分不利于土耳其的宏观经济平衡。因此，带有反西方主义色彩的欧亚主义并不会给土耳其带来多少好处，在可预见的未来，土耳其仍然会是一个面向西方和欧洲的国家。
不过，通过务实的建设性欧亚主义，土耳其一方面继续加强与西方的制度化联系，另一方面关注与亚洲部分的合作潜力，拒绝制造新的竞争和对立，鼓励区域合作，使土耳其能够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正确定位。[footnoteRef:18]总之，对于土耳其决策者而言，建设性欧亚主义话语不是指导性的意识形态，而是其实现对邻国的政治愿景，发挥在欧亚间的“桥梁”作用，谋取地缘政治利益和应对政治外交挑战的实用工具。 [18:  Mehmet Oğuzhan TULUN, Teoman Ertuğrul TULUN.” TURKEY'S INTERESTS AND CONSTRUCTIVE EURASIANISM”[EB/OL].(2022-05-05)[2022                   
-08-20]
https://avim.org.tr/en/Yorum/TURKEY-S】-INTERESTS-AND-CONSTRUCTIVE-EURASIANISM] 


附：主要政治主张对照表
	凯末尔主义-
欧亚主义
	突厥主义-
欧亚主义
	新奥斯曼主义-
欧亚主义
	建设性欧亚主义

	凯末尔主义-欧亚主义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是对当时亲大西洋潮流的反抗。凯末尔主义被认为是民主的民族解放模式，是所有被压迫国家的榜样，凯末尔-欧亚主义则是基于凯末尔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原则的民族议程，是土耳其民族革命的国际延伸，宗旨是对抗目前的“全球化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极权主义心态，呼吁与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民族国家结盟。
	突厥主义-欧亚主义认为土耳其是高加索和中亚地区许多新独立国家的文化中心和历史磁铁，希望通过对中亚地区以突厥语为主的后苏维埃国家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来提高其在西方国家眼中的战略重要性。这一话语并不寻求与这些国家关系中的垄断性地位，而是帮助它们加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实现“零问题外交”的战略图景，建立更坚实的伙伴关系。
	新奥斯曼主义-欧亚主义认为土耳其作为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中心国家，对高度不稳定的后奥斯曼空间（巴尔干和黑海地区以及中东和北非）负有直接的历史责任，同时土耳其对欧亚大陆的归属感使其成为将欧洲和亚洲联系起来的粘合剂。总而言之，新奥斯曼主义-欧亚主义借助话语实践—主要通过重新想象土耳其民族，呼吁土耳其团结后奥斯曼空间的国家，实现共赢。
	建设性欧亚主义的关键词是务实，与土耳其盛行的其他形式的欧亚主义不同，它拒绝制造新的竞争和对立，而是寻求创造新的合作途径，使土耳其能够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正确定位，即与西方融合的同时，与东方保持良好关系。考虑到近些年土耳其国内经济困难，土耳其领导人在定义其区域优先事项时更加优先实用主义而非意识形态。



3、 结语
土耳其位于南高加索-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正中间，在至少七个不同的地区发挥着直接的作用（西欧、巴尔干半岛、爱琴海和东地中海、中东、高加索-里海地区、中亚和黑海）[footnoteRef:19]。巴尔干半岛的不稳定、高加索地区的冲突、俄罗斯外交的未来走向、伊朗原教旨主义、中东地区的长期动荡等局势都加强了土耳其的战略地位。此外，土耳其不仅是北约成员和欧盟的谈判候选国，还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对话伙伴、伊斯兰合作组织和突厥语国家组织的成员、非洲联盟组织的战略伙伴。可以看出，土耳其在世界的地位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激发了土耳其成为区域强国甚至世界一流大国的“野心”。欧亚大陆作为土耳其地缘政治中的独特概念，将土耳其肯定为融合东方与西方两种文化并形成新文化类型的桥梁，为土耳其提供爱国主义基础，重塑能够凝聚人心的国家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19:  Igor Torbakov, “Turkey and Post-Soviet Eurasia: Seeking a Regional Power Status”[J]. Insight Turkey, 2005,7(02):115] 

需要指出的是，与其将土耳其的欧亚主义视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不如把它视作是对土耳其主要地缘政治传统的“反映”和“解释”。其中，左翼的民族主义者（如凯末尔主义者）主张与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者结盟，以便建立一个反西方的地缘政治联盟；而右翼的民族主义者（突厥主义者和泛突厥主义者）则反对俄罗斯，主张恢复土耳其在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历史影响力；新奥斯曼主义者将目光更多地投向非洲、中东地区；处于中间派的建设性欧亚主义则是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对外交战略进行调整，与以上三者皆有联系和借鉴。不过，毋庸置疑的是，无论左翼右翼，意识形态如何，政党主张怎样，土耳其对欧亚主义的运用都是基于其被想象为欧亚大陆的焦点或领导者的基础上，只有这样，土耳其欧亚主义才会获得地缘政治意义。





